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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政策随机性检验

如果某些因素既会影响到个体出生地是否是“两控区”的划定范围，又会影响到个体长

期人力资本积累，那么这些因素会导致我们的识别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进而导致估计

结果出现偏误。换言之，我们的估计结果依然可能受到政策自选择的影响。排除政策自选择

的一个重要策略在于找出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的影响因素，并加以控制（Li et al.，2016）。

国家环保总局 1998 年印发的《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环发〔1998〕

86 号）详细阐述了“两控区”划分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当地降水 pH 值、硫沉降水平、二

氧化硫排放量和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以及是否为国家级贫困县。1然而，由于这些基本条件

比较模糊且不易寻找到合适的数据衡量，如降水 pH 值、硫沉降水平等，因此我们无法直接

通过这些条件控制影响政策选择的因素。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基本条件中总结出一些

可获取、可衡量的数据。具体地，我们考虑了如下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区县事前（1997 年）

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 GDP 对数、人口规模对数、城镇化率、工业总产值占 GDP 比

重。2二是区县事前（1997 年）空气质量和污染排放指标，包括 PM2.5 浓度、企业平均废气

排放强度、企业平均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企业平均烟尘排放强度。3尽管本文选择的因素与

政策文件中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能够较好地代理影响

“两控区”政策的各项因素。

在确定了可能影响“两控区”划分地区的影响因素后，我们参照田彬彬等（2021）和 Huang 

and Liu（2023）等文献做法，将这些影响因素与出生年份固定效应交互放入模型（1）中，

以控制可能存在的政策自选择对结果的影响。表 I1 列（1）报告了控制事前社会经济指标与

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我们在表 I1 列（2）

报告了进一步加入了事前空气质量和污染排放指标与出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同

样发现本文结果不受影响。

除上述混淆因素对我们结果的影响外，还可能存在一些我们难以观察和控制的混淆因素

的影响。为此，我们参考 Chen et al.（2020）、Cao and Chen（2022）做法，在模型中控制政

策实施前各区县平均教育年限与出生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进行缓解。这一做法的逻辑在于，

1 具体地，根据《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酸雨控制区的划分基本条件有四项：（1）
现状监测降水 pH≤4.5；（2）硫沉降超过临界负荷；（3）二氧化硫排放量较大的区域；（4）国家级贫困县暂

不划入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基本条件也有四项：（1）近年来环境空气二氧化硫年平均浓

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2）日平均浓度超过国家三级标准；（3）二氧化硫排放量较大；（3）以城市为基本

控制单元；（4）国家级贫困县暂不划入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
2 区县 1997 年社会经济指标源于各个省份和区县的统计年鉴，经由作者手工整理获得。
3 区县 1997 年 PM2.5 浓度数据源于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应用中心（SEDAC）发布的历年

基于卫星监测获得的全球地表 PM2.5 年浓度栅格图基础上，结合我国行政区划矢量图和 ArcGIS 软件进行解

析获得。企业平均废气排放强度、企业平均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企业平均烟尘排放强度数据源于中国工业

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我们计算了每个区县的废气排放强度、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烟尘排放强度，他们分

别被定义为企业每万元工业产值排放的万标立方米废气、企业每万元工业产值排放的千克二氧化硫、企业

每万元工业产值排放的千克烟尘，然后根据区县求平均值。在具体回归中，我们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对数化

处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最早始于 1998 年，因此企业平均废气排放强度、

企业平均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企业平均烟尘排放强度使用的是 1998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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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地区的个体确实存在差异，而这些不可观察的差异又会对我们的结果造成影响，那

么这些差异最终都将反映到我们要考察的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中，控制政策实施前各区县的

人力资本水平则能够有效控制住这些差异对结果的影响。为此，我们通过 1990 年的人口普

查微观数据计算了各个区县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然后将其乘以出生年份固定效应放入模

型（1）中进行回归。表 I1 的列（3）是进一步控制了事前区县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出生年份

交互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总之，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本文基准结果不受混淆因素和政策自选择的影响，具有高度

的可信度。

表 I1 政策实施混淆因素的排除

（1） （2） （3）

Panel A：因变量：高中学历

Treat*Post 0.056*** 0.065*** 0.049**

(0.019) (0.020) (0.021)

样本量 5135 5135 5135

R 方 0.448 0.463 0.465

Panel B：因变量：大学学历

Treat*Post 0.042** 0.040* 0.042*

(0.021) (0.021) (0.022)

样本量 5054 5054 5054

R 方 0.436 0.448 0.449

事前社会经济指标*出生年份 FE 是 是 是

事前空气质量和污染排放指标*出生年份 FE 否 是 是

事前平均受教育年限*出生年份 FE 否 否 是

注：本表所有列都已经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区县-出生年份对层面聚类估计的

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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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排除同期干扰政策

我们的结果还可能受到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导致模型（1）估计得到的结果反映的并

非“两控区”的效果。为排除这一担忧，在此我们一共讨论了四类可能会对本文结果造成干

扰的同期政策。

第一，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既有文献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可能

通过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和增加个体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等机制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积累（Li et al.，

2019），因此其可能会对本文结果造成影响。为排除加入 WTO 可能对本文结果造成的干扰，

我们参考 Lu and Yu（2015）做法，在地级市层面构建各个城市受加入 WTO 冲击的差异，即

加入 WTO 之前各个城市的平均关税 1，然后乘以出生年份固定效应放入模型（1）中回归，

由此控制每个出生队列群体可能遭受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表 II1 列（1）结果显示，考虑了

加入 WTO 的影响后，本文基准结果依然成立。

第二，同期其他环境监管政策。一是 2002 年国务院确定的 113 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

市，也被称为环保重点城市，要求它们限期实现空气质量达标。同样地，我们将个体出生地

所在城市是否属于环保重点城市的虚拟变量乘以出生年份固定效应放入模型（1）中回归。

二是环境规制垂直管理。1994 年以来，我国部分地级市陆续实施了环境保护部门垂直管理

体制改革，为排除这一政策对结果的干扰，我们收集了我们样本期间内存在改革的地区名单，

构建个体出生地所在城市是否属于环境规制垂直管理改革的虚拟变量，然后乘以出生年份固

定效应放入模型（1）中回归。2表 II1 的列（2）和列（3）分别报告了考虑上述两项环境监

管政策的估计结果，发现结论与基准结果一致。3

第三，撤县设区改革。在本文样本期间内还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撤县设区改革，研究表明，

撤县设区改革会影响市级政府的财政职权（范子英和赵仁杰，2020），从而可能影响其环境

监管。为此，我们手动收集了样本期间内发生撤县设区改革的城市，然后根据个体出生地是

否属于撤县设区地区生成虚拟变量与出生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交互放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

表 II1 列（4）结果表明，本文结果不受撤县设区改革的影响。

第四，农业税改革。2005 年我国还大规模取消了农业税，从而可能加剧地方财政压力

进而影响当地环境监管。为此，本文参考 Chen（2017）做法，计算了取消农业税之前不同

城市财政收入对农业税的依赖程度，由此衡量不同地区受农业税改革影响的强弱，然后将其

1 衡量各个城市受加入 WTO 影响差异的思路如下：由于加入 WTO 之前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其面

临的关税也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每类产业的关税和每个城市产业结构占比加权计算出每个城市在加入

WTO 之前的平均关税。由于加入 WTO 我国做出了削减关税的承诺，而之前关税越高的产业削减的幅度越

大，因此那些加入 WTO 之前城市平均关税越高的城市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在计算过程中我们使用 1998—
2000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关税数据加权计算得到加入 WTO 之前城市平均关税的均值。
2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并不考虑环境规制垂直管理改革在个体实施的时间，只要在样本期间内（1983—
1999 年）当地实施了环境规制垂直管理改革即可。同样地，后面的撤县设区的设定也是如此。
3  在本文样本期间内比较有影响了的环境监管政策还有“十一五”环保规划，但该政策主要在省级层面推

行（韩超等，2017），本文通过控制省份与出生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能够控制住这一政策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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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出生年份固定效应交乘放入模型（1）中回归。表 II1 列（5）结果再次表明，农业税改革

不会影响本文基准结果。

第五，1998 年洪灾。既有研究指出，在子宫和婴儿期内遭受大洪水的冲击会显著降低

个体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健康和认知能力（Rosales-Rueda，2018），而我国在 1998 年爆发了

大面积的洪灾，从而可能对本文结果造成干扰。为此，我们从各地的地方志中手工收集了每

个城市受灾人数 1，并根据当地 1990 年的常住人口计算了当地居民的受灾率，以此衡量当

地遭受 1998 年特大洪水的严重程度。然后与出生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交互，得到反映 1998 年

特大洪水对不同队列群体影响的变量。然后将其与出生年份固定效应交乘放入模型（1）中

回归。表 II1 列（6）结果再次表明，1998 年洪灾不会影响本文基准结果。

最后，我们还同时考虑了上述四类干扰政策，表 II1 列（7）结果显示，本文的基准结果

依然存在。总之，上述检验表明，本文结果受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较小，模型（1）估计得

到的结果具有高度的可信度。

表 II1 排除干扰政策与因素的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7）

WTO
环保重点

城市

环境垂直

管理
撤县设区

农业税

取消

1998 年

洪灾
所有

Panel A:因变量：高中学历

Treat*Post 0.047** 0.054*** 0.048*** 0.043** 0.042** 0.043** 0.052**

(0.019) (0.020) (0.018) (0.018) (0.020) (0.017) (0.023)

样本量 4935 5567 5543 5567 5052 5567 4726

R 方 0.431 0.427 0.425 0.426 0.427 0.428 0.447

Panel B:因变量：大学学历

Treat*Post 0.035* 0.050** 0.042** 0.037* 0.036* 0.039** 0.054**

(0.020) (0.022) (0.019) (0.019) (0.020) (0.019) (0.024)

样本量 4845 5475 5451 5475 4976 5475 4652

R 方 0.412 0.413 0.410 0.412 0.410 0.414 0.429

城市关税*出生年份 FE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环保重点城市*出生年份 FE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环境垂直管理*出生年份 FE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撤县设区*出生年份 FE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农业税依赖度*出生年份 FE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1998 年洪灾受灾率*出生年份 FE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注：本表所有列都已经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区县-出生年份对层面聚类估计的

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1 我们将地方志中没有报告当地受灾人数的地市数据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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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替换核心变量衡量方式

为排除我们的结果可能受特定变量衡量方式的影响，我们在此还采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

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度量。一是直接使用个体已经完成的受教育年限衡量其教育成就。二

是只考虑个体完成学历教育的情况，不将正在读高中（大学）的个体视为获得高中（大学）

学历。表 III1 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Treat*Post 变量系数始终显著为

正。从教育年限结果来看，平均而言“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使得受益群体的教育年限增加了

0.27 年，大约相当于平均水平的 2.39%。1上述结果说明本文结论不受个体教育成就特定衡

量方式的影响。

表 III1 替换变量衡量方式的估计结果

（1） （2） （3）

因变量： 教育年限 高中学历：不考虑正读 大学学历：不考虑正读

Treat*Post 0.274** 0.069*** 0.048***

(0.131) (0.019) (0.018)

样本量 4990 5567 5567

R 方 0.516 0.420 0.410

注：本表所有列都已经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区县-出生年份对层面聚类估计的

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1 样本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4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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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还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

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前文我们提到由于“两控区”政策对实验地区的空气治理效果可能对控

制地区存在溢出效应，导致我们的识别模型可能违反 SUTVA 假设。尽管我们认为 CFPS 2018

年调查样本中处在相邻区县的十分少，这一担忧并不会对我们的结果造成影响，但是在此我

们依然使用两种方法进行进一步排除。一是参考 Lu and Yu（2015）做法，直接在更高一级

的地区区分实验组和控制组。具体地，我们在地级市层面区分该地是否是“两控区”的划定

范围，只要一个城市有一个区县被划定为“两控区”实施范围，我们则将该城市视为实验组。

这一做法的逻辑在于，如果存在溢出效应，显然一个城市内的溢出效应将更加明显。二是根

据 CFPS 2018 调查的区县，我们删除了极少部分相邻的区县样本，排除可能存在的溢出效

应。表 IV1 的列（1）和列（2）结果显示，在因变量为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的估计中，Treat*Post

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在考虑和排除了溢出效应的情况下依然成立。

第二，删除直辖市样本。由于直辖市与普通地级市的行政级别和政治资源存在巨大差异，

它们的环境监管资源和行为均有所不同，为此我们还删除了四大直辖市的样本重新进行回

归。表 IV1 列（3）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第三，在区县层面聚类。前文我们参照 Brandt et al.（2017）做法在区县和出生年份对上

进行了聚类，进一步我们使用传统方法，只在区县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估计。表 IV1 的列

（4）结果显示，对标准误采用不同的聚类估计并不会改变本文主要结论。

表 IV1 其他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1） （2） （3） （4）

地级市层面

构造实验组

删除实验组

临近区县

删除直辖

市样本

区县层面

聚类

Panel A：因变量：高中学历

Treat*Post 0.038* 0.048*** 0.043** 0.043**

(0.020) (0.018) (0.018) (0.020)

样本量 5567 5297 5156 5567

R 方 0.424 0.430 0.409 0.424

Panel B：因变量：大学学历

Treat*Post 0.042** 0.043** 0.039** 0.037**

(0.020) (0.020) (0.019) (0.018)

样本量 5475 5209 5065 5475

R 方 0.410 0.413 0.387 0.410

注：由于列（1）是在地级市层面构造实验组，为此我们将区县固定效应替换为地级市固定效应，并将

标准误聚类方式改为城市与出生年份对。本表其他所有列都已经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且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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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为在区县-出生年份对层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

显著。

附录 V 模型（2）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V1 模型（2）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A：儿童青少年健康变量

是否患病 过去四周患病=1，否则=0 13,654 0.058 0.234 0.000 1.000 

身高 个体身高（厘米），取对数 11,761 4.810 0.218 3.912 5.206 

HAZ 评分 详见正文 11,188 -0.789 1.239 -4.917 4.872 

是否健康 HAZ 评分>=0 视为健康，否则为不健康 11,188 0.267 0.442 0.000 1.000 

Panel B：核心解释变量

实验组与控制组虚拟变量 居住地属于“两控区”=1，否则=0 13,654 0.461 0.499 0.000 1.000 

政策实施前后虚拟变量 调查年份在 1998 年及之后=1，否则=0 13,654 0.284 0.451 0.000 1.000 

Panel C：控制变量

父母平均年龄 父母年龄的平均值 13,654 35.816 6.361 19.000 74.500 

父亲教育年限 父亲正规教育年限 13,654 8.278 3.538 0.000 19.000 

母亲教育年限 母亲正规教育年限 13,654 6.475 4.353 0.000 19.000 

父母是否离婚 父母离婚、丧偶、分居=1，否则=0 13,654 0.012 0.109 0.000 1.000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 13,654 4.602 1.305 2.000 13.000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取对数 13,654 7.163 1.009 4.375 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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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 模型（3）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VI1 模型（3）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A：因变量

劳动力就业 劳动力有工作=1，否则=0 21,540 0.834 0.372 0.000 1.000 

劳动力工资 有工作的劳动力工资，取对数 18,801 7.668 1.157 4.357 10.066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取对数 13,180 7.489 1.056 4.605 9.863 

家庭医疗支出 家庭医疗支出/家庭总收入*100% 1823 0.631 2.638 0.000 19.997 

家庭营养摄入
家庭每日摄入的卡路里、蛋白质、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的四项标准化 z 分数的简单平均值
12,756 0.275 0.710 -1.183 2.352 

家庭耐用电器数量 家庭耐用电器数量 13,344 6.318 4.642 0.000 36.000 

Panel B：核心解释变量

实验组与控制组虚拟变量 居住地属于“两控区”=1，否则=0 21,599 0.482 0.500 0.000 1.000 

政策实施前后虚拟变量 调查年份在 1998 年及之后=1，否则=0 21,599 0.390 0.488 0.000 1.000 

Panel C：控制变量

年龄平方 劳动力（户主）年龄的平方 21,599 1908 840 324 3600 

教育年限 劳动力（户主）正规教育年限 21,599 5.476 4.390 0.000 19.000 

是否已婚有配偶 劳动力（户主）已婚有配偶=1，否则=0 21,599 0.990 0.100 0.000 1.000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 13,344 4.094 1.347 1.000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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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I 父母对子女照料陪伴机制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VII1 父母对子女照料陪伴机制检验中使用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A：因变量

狂躁情绪疾病
被医生诊断患有内分泌紊乱、精神系统疾病、

智障和神经系统疾病任意一种=1，否则=0
21,559 0.004 0.059 0.000 1.000 

是否照顾子女 上周是否照顾陪伴子女，是=1，否则=0 8,209 0.458 0.498 0.000 1.000 

照顾子女时间 上周平均每天照顾陪伴子女时间（小时） 7,452 1.671 3.662 0.000 22.500 

Panel B：核心解释变量

实验组与控制组虚拟变量 居住地属于“两控区”=1，否则=0 21,559 0.482 0.500 0.000 1.000 

政策实施前后虚拟变量 调查年份在 1998 年及之后=1，否则=0 21,559 0.390 0.488 0.000 1.000 

Panel C：控制变量

年龄平方 个体年龄的平方 21,559 1908 840 324 3600 

教育年限 个体正规教育年限 21,559 5.477 4.390 0.000 19.000 

是否已婚有配偶 个体已婚有配偶=1，否则=0 21,559 0.990 0.100 0.000 1.000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 21,559 4.240 1.449 1.000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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